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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区域人口的日益集聚，高密度的形态策略成为应

对城市问题的重要发展路径。本文聚焦作为数值概念的密度和作为空

间概念的形态，采用未来学“浪潮前锋”方法分析了现代城市形态演

进历程中的四次密度范型迭代，揭示其复杂维度辩证式上升的规律；

并以数字孪生技术作为建设未来高密度人居环境的智慧引擎，阐述了

密度与形态之间的量形范畴及其耦合机制。研究提出“形态—数字孪

生体”的概念模型，据此解析其密度、人本、空间和性能四维数字纽

带和采样、评估、寻优三项机制模块，这对未来高密度城市形态管控

和设计有着积极的探索意义。

Abstract: As populations in Chinese urban regions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adopting high-density morphological strategies has emerged as 
a critical path to addressing urban challeng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density 
as a quantitative concept and form as a spatial concept. Employing a futurist 
“wavefront” methodology, it examines the four iterative density paradigms 
throughout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urban forms, thereby revealing the 
dialectical, multi-dimensional progression toward complexity. By considering 
digital twin technology as the intelligent engine for building future high-
density human habitats,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quantitative and formal 
categories of density and form, as well as their coupling mechanisms. It 
proposes the conceptual model of a “Form-Digital Twin” (FDT). Based on this 
model, the research analyzes the four-dimensional digital linkages of density, 
human-scale, space, and performance, along with three mechanism modules 
of sampling, evaluation, and optimization. These findings hold promis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and design of future high-density urban 
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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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背景下，土地资源日益紧张与公

众对高品质城市空间的诉求同步提升。随着都市圈建设与区

域协同战略的推进，高人口密度、高强度开发的模式正从核

心城区向更广泛的城镇体系延伸，高密度集约化发展逐步成

为大城市空间演化的主要方向。高密度城市形态错综复杂，

呈现出竖向立体化与动态变化的时空特征 [1]，传统的规划设

计方法难以有效应对，导致交通拥堵、环境退化、韧性不足

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作为城市密度配置和物质空间落位的关

键机制，城市形态反映了城市的土地开发、交通组织、基础

设施和功能布局等特征，如何建立高密度条件下的形态设计

与导控策略势必成为未来密集化人居状况下建成环境学科面

临的前瞻性议题。

在新一轮数字革命浪潮推动下，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技术有望为高密度城市形态的精细化设计与动态管控

带来新机遇 [2]，并重塑人们对城市空间形态与密度属性的认

知。2021 年 3 月国家颁布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
“探索建设数字孪生城市”——作为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的引领技术，数字孪生技术能够创建与实体物质空间相并

行的城市数字空间，通过全域全要素时空数据的多元融合，

系统化辨识高密度城市多层级的形态特征。未来的城市形态

研究和设计将从以往侧重强度与审美的狭义视角，拓展至涵

盖人、社会与自然系统的多维融合视角，并由经验判断转向

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决策，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高密度人居环境

问题。作为基础性质的理论初探，本文聚焦于作为数值概念

的密度和作为空间概念的形态，从范型迭代、协同机理以及

技术框架三个层面，探讨数字孪生驱动下城市形态的量形结

合路径，为高密度城市形态的数字化表达、设计与评估提供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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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密度与城市：浪潮迭代与未来图景

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第三

次浪潮》（The Third Wave）中提出“浪潮前锋”分析（wave-

front analysis），强调关注历史变革的断裂点，以预测未来趋

势 [3]。沿此思路，城市的演进可视作不断推进的浪潮，对未

来城市的探索需建立在对过往结构的透视之上。密度在现代

城市变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由密度促动引发的范式转变可

归纳为四次迭代的浪潮。

（1）第一次浪潮：密度—健康

18 世纪末，工业资本的集中催生高密度城市 [4]。统计学

家威廉·法尔（William Farr）分析 1848—1849 年伦敦霍乱
疫情数据，揭示高人口密度与公共卫生问题的关联 [5]，促使

密度成为城市转型的重要依据。规划师雷蒙·恩温（Raymond 

Unwin）在题为《过度拥挤将一无所获》（Nothing Gained by 

Overcrowding）的城市宣言中主张限制住宅密度，以改善居

住环境 [6]。田园城市（Garden City）理念正是这一时期应对

高密度挑战的产物。

（2）第二次浪潮：密度—分区

现代主义时期，高层建筑兴起，重塑了 20 世纪城市形
态 [7]。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等建筑师提出“靠秩序

带来自由”[8]，将密度从限制问题转变为最大化提高和配置

问题。在光辉城市（La Ville Radieuse）构想中，城市按功能

分区并配置不同密度，居住区密度最高，外围依次递减 [9]。

这种以密度配置为核心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在 20 世纪影响
深远，并得到经济地理学科计量模型支持 [10]，促进了社会资

源的有效配置。

（3）第三次浪潮：密度—生态

1962 年，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

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引发环境保护主义和可持续
发展思潮 [11]。城市的高密度集聚加剧了局域气候复杂反应和

碳排放等问题，生态可持续性成为引领城市规划和设计范式

变革的第三次浪潮。生态学理论被引入城市研究，该理论将

城市视为多尺度斑块动态系统，强调生态系统对人类福祉的

影响 [12]。此外，研究者开始探索城市微气候与形态结构的耦

合关系，以优化城市环境 [13]。

（4）第四次浪潮：密度—数字

21 世纪初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全球城市人口年均增
长超 2%[14]。联合国人居署《2020 年世界城市报告》指出高
密度城市需转型，以应对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复苏挑战 [15]。

当今城市面对的密度及其带来的空间治理的复杂程度都是前

所未有的，数字世界的出现为未来城市的智能化变革提供了

契机。

总体而言，四次变革浪潮并非线性递进，而是建立在批

判性吸纳基础上的迭代过程。每一次变革提出的议题在后续

发展中被辩证吸纳，推动城市形态复杂度不断提升（图 1）。
当高密度城市的信息数据呈几何级增长，数字孪生技术应运

而生，以优化物理城市的功能配置、治理效率和可持续性，

推动城市人居环境向智能化、生态化方向演进。

2  密度与形态：量形范畴与耦合机制

“数字孪生”由密歇根大学迈克尔·格里夫斯（Michael 

Grieves）提出，指通过数字化手段构建物理实体的虚拟表示，

实现对实体的了解、分析和优化 [16]。本文将其引入城市建筑

学领域，发现密度与城市形态存在关键孪生关系：密度作为

数值概念，是土地利用的预测与控制工具；形态作为实体概

念，是城市功能配置的形式策略。传统观念中二者被割裂看

待，但数字孪生启示我们，城市形态与密度背后复杂的数字

关系是多维立体的。密度不只是单一量值，而是支撑城市形

态的多重概念域，其核心问题不在于寻找最优密度，而在于

揭示密度（量）与形态（质）之间的动态联动关系。

2.1  密度：从统计人口到建筑空间
密度（density）指某类实体在固定空间量内的量度，表

面上是客观、定量的概念，实则因其内在复杂性引发诸多歧

义。密度的讨论需结合城市环境中的多种问题，并取决于

其类型（如城市、住宅、人口）及定义和度量方式 [17]。美

国环境行为学家阿莫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将密

度划分为形体密度（physical density）、感知密度（perceived 

density）和拥挤（crowding）[18]（图 2）。形体密度是地理单
元内人口或建筑物的定量描述，以客观数据衡量，如人口密

度（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建筑密度（容积率、覆盖率），

属于中性指标，不涉及对人的心理或行为的影响；感知密度

图1  现代城市形态演进的四次“浪潮前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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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个体对空间内人数、可用空间及其组织的主观感知和估

计 [18]，反映了个体对空间密度水平的主观评价，与形体密度、

社会文化和个人认知等因素密切相关 [19]。

在城市与建筑设计中，建筑密度是环境容量控制的核

心概念，反映了建设用地能够承载的建筑要素总量。城市

规划管理通常采用容积率（FAR: Floor Area Ratio）、覆盖率

（Coverage）和开敞空间率（OSR: Open Space Ratio）[20] 等

指标来度量或设定城市空间的建设容量、开发利益和权属。

与人口密度不同，建筑密度具有鲜明的调控属性，政府通过

其配置资源和优化城市形态。基于人口、建筑、空地三类要

素及其复杂作用机理，本文构建了密度指标协同体系（图 3），
以揭示单个要素之间以及单要素与多要素整体的关联法则，

为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提供更精准的理论支持。

2.2  形态：从图谱分析到量化解析
形态学源于希腊语 Morphe（形）和 Logos（逻辑），指

形式的构成逻辑 [21]。城市形态学是形态学的重要分支，19
世纪中叶由德国学者格奥尔格·科尔（J. G. Kohl）引入，旨

在研究人类聚居地的构成、流变及其生长演化机制 [22]。传统

城市形态学以平面图谱分析为主，适用于低密度市镇或聚落，

但在高密度中心城区因二维局限性而难以适用。为此，部分

学者引入定量分析手段，形成了两种解析范式以应对高密度

城市的复杂性。

2.2.1  类型化范式

类型化范式源于莱斯利·马丁（Leslie Martin）和莱

昂内尔·马奇（Lionel March）于 1970 年代初在剑桥大学
开展的关于密度与建筑形式关系的研究。他们分析了塔式

（pavilion）、街道式（street）、庭院式（court） 三种建筑类型

及其随密度变化的分布状态 [23]。研究发现，街道式和庭院式

建筑的密度随层高增加而上升趋于最大值，而塔式建筑在特

定高度达到密度峰值后反而下降，即高度过高时密度降低 [24]

（图 4）。这一研究揭示了建筑类型在不同密度环境下的动
态变化，为城市设计提供了科学支撑。尽管受限于当时的计

算条件，研究采用了简化模型，仅考虑遮光角，但其开创了

类型化视角下密度与形态关联的研究范式，为后续量形驱动

的城市形态研究奠定了基础。

2.2.2  多变量范式

荷兰代尔夫特大学的波尔·豪普特（Per Haupt）与伯

格豪瑟·庞特（Meta Berghauser Pont）于 2010 年提出了“空
间矩阵”（spacematrix）方法。该方法通过函数将密度、建

图 2  密度概念域的三种范畴组成

  

图 3  密度指标协同体系构建与圈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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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高度、地面覆盖率和开敞空间率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

列线图（nomograms）：x 轴代表覆盖率，y 轴代表容积率，

楼层数相同的曲线沿风车状分布，开敞空间率相同的曲线

呈离心状分布 [25]（图 5）。经实证研究，他们发现较高的独
立式塔楼多分布在地面覆盖率较低的高密度区域；独立式

和半独立式房屋多分布在低密度区域；庭院式建筑则集中

在中高密度且地面覆盖率较高的区域。该方法建立了空间、

形式与密度的量化联系，为城市形态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分析

工具，并启发了密度指标在能耗分析、空间句法、住房研

究等领域的应用 [26-27]，进一步拓展了城市形态学的研究范畴。

3  形态—数字孪生体：四维纽带与运作体系

3.1  城市形态研究的数字转型逻辑
随着以大数据（BD）、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

（ML）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益融入城市治理，城市研究范

式正逐步从静态描述走向动态模拟，从形态表征走向机制建

构。在这一背景下，高密度城市形态的研究也将迎来新的

发展路径，逐渐迈向以“形态—数字孪生体”（FDT: Form–

Digital Twin）为核心的新模式。FDT 旨在通过集成多源数

据与算法模型，将物理城市形态与虚拟数字模型实现双向映

射，为复杂城市空间的识别、诊断与预测提供技术支撑 [28]。

当前，数字孪生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城市、建筑信息建模

（BIM）以及城市系统仿真等领域，其核心目标在于构建物

理城市与虚拟模型之间的联动机制，并借助数据驱动优化城

市管理与规划 [28-29]。然而，现有数字孪生实践主要聚焦于基

础设施管理（如交通、能源）和灾害应急 [29]，在街道界面、

空间秩序、建筑布局等城市形态学关键维度上的应用仍显

不足。

图 4  三种建筑形态类型与密度变化表征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4]

图 5  空间矩阵的列线图分析
资料来源：作者译自参考文献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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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T 的发展将至少从以下两方面赋能城市形态学研究。

首先，FDT 有助于解决传统城市形态学研究的部分局限性。

传统城市形态学研究主要依赖静态数据（如历史地图、调研

问卷）和定性分析，难以动态捕捉高密度城市的复杂空间变

化。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实时感知、精准映射和模拟仿真，整

合多源数据（如物联网传感器、卫星遥感、社交媒体），构

建动态三维模型，从而支持对城市密度、空间布局、人流车

流等要素的实时监测与预测。例如：基于数字孪生的模拟，

可分析交通拥堵或热岛效应，从而优化高密度城市的空间结

构 [30]。其次，FDT 有助于支持多维度决策，促进可持续发展。

高密度城市面临资源紧张、生态压力等挑战，需要在密度、

能耗、美学等多重目标之间寻求平衡。数字孪生技术通过“分

析洞察”与“智能干预”能力，将数据驱动算法（如 AI 优

化能耗模型）与城市规划决策结合，实现从“经验驱动”向

“数据驱动”的转变 [29]。

总体而言，FDT 既拓展了数字孪生城市的内涵，使其

从“功能导向”延伸至综合优化，顺应智慧城市从“效率优

先”向“宜居可持续”转型的趋势，也借助 BD、AI、ML 等

技术集成，构建城市形态学的动态分析工具，为高密度城市

提供从微观（建筑单体）到宏观（城市系统）的跨尺度研究

路径。三者之间的对比如表 1 所示。

3.2  形态一数字孪生体结构：四维数字纽带框架
数字纽带（digital thread）是数字孪生技术的核心支撑，

作为一种可配置、可扩展的数字分析框架，在整个孪生体生

命周期内提供数据访问、整合与转换能力，使分散的数据转

化为可操作的信息 [31]。针对高密度城市形态的数字孪生体，

本文以提升城市的可持续性、宜居性和空间秩序为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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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套涵盖密度、人本、空间与性能四个维度的数字纽

带框架。该框架在表述上结合数值指标、可视化图表及图示

语言，在确保科学性和客观性的同时，提升高密度城市形态

研究与设计的可操作性（表 2）。
（1）密度维度
在高密度城市中，密度是城市形态数字孪生体的关键维

度，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和形体密度。人口密度可分为静态和

动态两类，前者基于政府统计数据，置信度较高；后者通过

昼夜人流数据反映人群流动特征，存在一定浮动。形体密度

则由总建筑面积、毛容积率、开敞空间率（OSR）和平均建

筑层数四项指标衡量。通过选取该地段典型高密度街坊样本，

在街坊尺度计算形体密度并合并至空间矩阵列线图，可揭示

形态聚类的规律特征。

（2）人本维度
城市形态数字孪生体的人本维度聚焦于城市空间中人的

感知与互动机制，通过以下三方面指标实现量化分析。首先，

街道品质是人眼平视角度动态体验城市空间的重要线索，是

城市设计控制中的主导内容。研究将选取该地段内主要街道，

表 1  形态一数字孪生体（FDT）与传统形态学方法、数字孪生技术的比较

对比维度 FDT 传统形态学方法 现有数字孪生技术

研究对象 高密度城市形态 城市形态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管理

方法论 形态学 + DT + AI/ML 等 形态分析、空间句法等 物联网、大数据监测

时间维度 共时 + 历时 主要是静态形态分析 主要是共时性分析

动态模拟能力 可预测、诊断城市形态演变 无预测能力 有一定模拟能力，但偏向基础设施层面

可操作性 规划决策支持，智能优化 形态学分析，但缺乏数据驱动 以管理为主，规划指导较弱

表 2  形态—数字孪生体的四维数字纽带

维度 一级接口 二级接口 访问类型 信息单位

密度维度

人口密度

静态人口密度 数值 人 / hm2

动态人口密度
昼间峰值 数值 人 / hm2

夜间谷值 数值 人 / hm2

形体密度

总建筑面积 数值 m2

毛容积率 数值 比率

开敞空间率 数值 比率

平均建筑层数 数值 层

人本维度

街道品质

街道界面示意 图示 轴测图

街道界面连续度 数值 比率

绿化率 数值 比率

竖向形态
垂直空间密度 图表 曲线图

城市天际线 图表 分布图

行为与活力

归属感 图表 指数

社区活动参与度 图表 指数

公共空间使用效率 图表 分布图

空间维度

站点引力
引力分布图 图示 分布图

全局引力指数 数值 指数

街网组构
轴线图分析 图示 分布图

全局整合度 数值 指数

可达性

就业可达性 图示 分布图

公共设施可达性 图示 分布图

公交站点可达性 图示 分布图

性能维度

光环境模拟 日照小时数分布图 图示 分布图

风环境模拟 1.5 m 高程风速等值线图 图示 分布图

热环境模拟 地表温度 图示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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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其界面关系，并计算街道界面连续度和绿化率。其次，

竖向形态描述立体视角下空间错落与变化特征，反映了建筑

总体空间容量在不同高度的分布情况，可通过垂直空间密度

与城市天际线加以量化。最后，行为与活力指标衡量城市中

居民行为和活动的分布特征。该指标可依托归属感调查地方

认同，利用问卷调查或时空行为大数据（如手机信令、社交

媒体互动数据）量化社区活动参与度，分析人群活动特征

（如公共空间使用频率）等 [32]。

（3）空间维度
城市形态的空间维度探讨城市结构的空间关系与组构逻

辑，基于空间网络分析评估人车流、轨道站点、空间配置等

因素对城市形态的影响，主要包括站点引力、街网组构和可

达性。站点引力通过引力分析计算，以高密度城市地段内的

建筑物为目的地，轨交站点出入口为始发地，通过城市空间

网络计算赋予每个建筑物引力指数（gravity），衡量轨交站点

对空间节点的吸引力，反映公共交通的可达水平。街网组构

利用轴线图分析，以交叉直线（通常为道路）覆盖城市空间

网络，刻画人流和车流运动体系。计算后，每条轴线获得整

合度（integration）数值，表示其在区域路网体系中的集聚

或离散程度。可达性衡量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均衡性，

基于 GIS 分析 15 分钟生活圈内就业、医院、学校、公园等
设施及公交站点的可达性，以刻画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33]。

（4）性能维度
城市形态的性能维度从城市室外空间的局部微气候环境

来分析和评判城市物质形态，尤其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下，物

理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大量

研究表明，城市形态和微气候的关联主要体现在临界面的气

温和风速，包括城市地面的辐射平衡状况、日照小时数、城

市上空气流等，城市形态的风、热、光性能评估可以为中微

观尺度下的城市设计策略提供支持。城市光、热环境地模

拟基于 grasshopper 下的 ladybug 插件平台，它可以在标准的

Energy Plus 气象数据下进行详细模拟分析，以生成定制的、

交互式的 2D 和 3D 可视化图像以及相应的数据。风环境模

拟基于流体力学的 CFD 平台，用 ANASYS 软件进行网格划

分，再导入 STAR-CCM 中进行 1.5 m 高程风环境的风速和气

流模拟。

3.3  四维数字纽带的耦合机制和量化方法
FDT 四维数字纽带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而是相互交

织、协同作用的复杂系统，需要通过系统建模与动态关联分

析实现耦合。首先，在交互机理上，四维关系呈现动态反馈

特征。正向反馈如：高密度城市布局可通过优化交通站点覆

盖提升空间可达性，进而激发公共空间活力，促进街道品质

升级。反向约束则表现为：过度密集的建筑布局可能导致通

风受阻、建筑间距不足，从而降低户外空间使用率。此外，

不同城市区域的耦合路径存在差异，例如 CBD 更关注美学

与性能平衡（如天际线形态与能耗效率），而居住区则需协

调密度与空间质量之间的矛盾。在量化方法上，应构建跨维

度的指标关联网络，实现四维度的动态量化。例如：可利用

结构方程模型测算密度（如容积率）与性能（如风速）之间

的弹性系数 [34]，借助机器学习模型捕捉非线性关系（如绿地

率对热岛效应的非线性衰减）[35]。通过量化各维度间的关联

强度及各指标对系统耦合的贡献度，构建可计算的多指标融

合体系。在协同效应评估方面，可引入综合评估模型，结合

“阈值效应”调节不同维度的权重 [36]。此外，还应关注系统

性短板，识别相对于当前发展目标的薄弱维度，作为优化重

点，并通过动态调整提升整体系统效能。

3.4  形态一数字孪生体的智能运作体系与多尺度应用路径
四维数字纽带的建立可无缝加速高密度城市形态从数

据—信息—实体系统之间的协同运作，并允许在场地调研、

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以及评估监测各阶段提供决

策支持。FDT 将提供一个包含城市形态全生命周期下的集成

视图和通信框架，可供数字纽带形成的数据流在其间自由地

流通。在人工智能、数据增强设计技术的支撑下，本文初步

构建了 FDT 的智能运作体系，具体可以分解为三个相互联

系的模块（图 6）。
（1）采样 / 建模模块

高密度城市作为容纳上百万乃至上千万人口的复杂系

统，尽管包含众多元素和子系统，但其关系模式相对固定，

如人口密度分布、交通断面模式及土地使用配置。因此，无

需对整个城市区域的所有实体要素进行数字映射，而应基于

人口密度和形态结构模式，筛选具代表性的高密度形态样本，

并据此进行三维数字化建模。具体而言，通过多源数据融合

构建高精度城市数字孪生体，整合物联网传感器（如人流计

数器、空气质量监测仪）、遥感数据（如 LiDAR 点云、卫星

影像）、社会数据（如手机信令、社交签到）和规划数据（如

BIM、GIS），利用时空对齐技术（如 ICP配准）统一数据基准，

并通过知识图谱关联建筑实体与人口行为 [37]。例如：在宁波

市城市风貌智慧化管控应用中，其基于实景三维数字孪生底

座，集成了地理实体、调查监测、国土空间规划、行业专题

等多模态数据，打造了集地上地下、室内室外、动静结合于

一体的二三维时空基底 [30]。

（2）评估 / 监测模块

城市样本的三维模型将会被赋予四维的数字纽带，实时

整合在动态的数字化平台上，数字纽带在不同时间收集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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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区域内的城市信息，将其传传递给形态孪生体形成可扩

展的数字接口，经由计算机可视化技术进行展示。城市规划

或管理人员可调用接口，利用仿真模型与 AI 分析工具多维

评估城市形态（如空间效率、生态影响、社会效益），诊断

已经发生的或潜在的问题和风险，继而决定空间干预的策略。

例如：在广州“穗智管”的白云湖大道的城市更新项目中，

借助数字孪生技术复原白云区三维场景，实现了对白云湖大

道沿线任意指定区域的土地权属、房屋栋数、占地面积、建

筑面积、拆迁量的查询和统计，并构建拆迁成本核算模型，

为规划者提供精准的空间布局与经济评估支持 [30]。

（3）寻优 / 反馈模块

经过数据纽带缠绕的城市样本将会带来海量的城市形态

数据集，此时需借助人工智能进行统计分析、学习预测和算

法生形。这不仅有助于揭示高密度城市中隐含的形态规律，

还可基于陌生场景和多目标设定实时生成优化方案，提升城

市设计效率。整体流程分为样本训练和算法生形两个阶段。

首先，对形态数据进行特征预处理和统计分析，并结合实际

运行情况标注样本；然后，通过特定算法的学习器进行反复

测试训练，最终形成具备强泛化能力的模型。具体而言，在

多目标优化阶段，可利用 Grasshopper 参数化工具设定变量

（如建筑高度、绿地率），采用遗传算法平衡密度、生态与

公平性等冲突目标，生成帕累托最优解集 [38] ；虚拟验证环节

则可在数字孪生环境中模拟方案效果。最终，优化方案反馈

至物理空间，形成“虚拟推演—现实干预—效果反馈”闭环。

例如：杭州城市大脑项目通过数字孪生技术优化交通网络形

态，实时调整信号灯配时，显著缓解了城市拥堵问题。

FDT 的三大模块将形成“感知实时化—分析智能化—决

策精准化”的完整链条。这一体系不仅有助于推动城市形态

研究从静态描述转向动态推演，更通过人本数据与机器学习

的深度融合，为高密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包容的

技术底座。尽管 FDT 框架具有巨大潜力，但仍存在局限性。

数据方面，其高度依赖多源数据，若数据不可靠或更新滞

后，数字孪生体的准确性将受影响。技术上，数字孪生的构

建与分析需强大计算能力，资源消耗较高。社会与伦理层面，

FDT 在收集居民数据时涉及隐私保护，若处理不当，可能引

发关于数据安全的担忧 [30]。

图 6  形态—数字孪生体的智能运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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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和发展空间治理体系建设的阶段，

密集化的空间开发建设触及的是城市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未

来的城市设计需要优化密集化人居状况下的建成环境。本文

探讨了在复杂性维度急剧膨胀的第四次“密度—数字”浪潮

前锋下，高密度城市形态研究通过数据赋能获致新的发展路

径。数字孪生技术的涌现为未来城市提供了量形结合的技术

支撑，使城市形态不仅停留在传统二维图谱的解析，还能够

使其与背后隐匿的复杂数字之间建立起多维立体的关联。

作为开拓性的尝试，本文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传统的城

市形态学研究领域，结合对密度概念域的体系完善，提出“形

态—数字孪生体”的基础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其四

维数字化纽带，涵盖密度维度、空间维度、人本维度和性能

维度；同时形成了 FDT 的智能运作体系，包括采样 / 建模、

评估 / 监测和寻优 / 反馈三个模块。相较于传统形态学方法

和现有数字孪生技术，该框架在城市形态分析、动态预测、

AI 赋能规划决策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可实现城市形态从

静态规划到动态治理的跨越。未来，随着行业大模型与数字

孪生的深度融合，技术将向“感知泛在化、模型智能化”发

展，进一步推动城市形态研究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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